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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论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春节叙事∗

王 慧 勇　 　 　 雷　 　 鸣

　 　 摘　 要：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不断地出现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小说文本中，被赋予多重文化内

涵。 不同思想意识形态的作家从自身的价值立场出发，不断对春节的文化价值进行重构。 他们或持启蒙立场将春

节纳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视野中，或用革命话语把春节改造为革命活动的表意空间，或在抗日战争视角下表达对

春节期间个体生存境遇的关怀，或秉持自由主义的立场把春节看作民族身份认同的民俗节日。 中国现代文学对于

春节复杂多样内涵的重构，既凸显春节独特的叙事价值，也透视出现代文学场域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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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是中华文

明得以延续的重要介质，在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占据着特殊位置。 它所显示的习俗形态、行为规范

与价值认同，承载着中国民众祈福、团聚、希望等诸

种生活态度与文化性格，映照着彼时中国社会诸多

层面的状貌。 诚如学者何星亮所言：“春节是中国

传统节日中最大、最重要、最热闹的节日，是文化内

涵最丰富的节日。 它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伦理

道德、思维模式、行为规范、审美情趣于一身，是中华

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 ［１］ 春节在中国社会生活中

具有特殊意义，一直是文学作品书写的重要对象。
当春节进入现代文学的书写视野时，由于作家基于

不同的叙述立场，对传统春节进行多方面改造与重

构，从而使春节叙事呈现出丰富多元的特征。

一、反传统的批判立场：启蒙主义
视角下的春节叙事

　 　 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传统的岁时节日一度被

视作阻滞现代文明发展的障碍物，成为被改造的对

象。 “中华民国成立伊始就宣布废除夏历纪年，取
消大多数传统节日，推广一套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

新节日，借以打造崭新的国民意识。” ［２］ １９１４ 年，民
国政府将夏历岁首由以往的“过年”正式易名为“春
节”，传统的“元旦”“新年”则变为阳历的 １ 月 １ 日。
随后诞生的“五四”新文学，在科学与民主口号广泛

传播的影响下，更是将春节纳入文学启蒙的范畴，并
赋予其一种文化批判的色彩。

鲁迅创作于 １９２４ 年的小说《祝福》通过讲述鲁

镇四次过春节的场景，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出发，展现

了祥林嫂作为“老中国儿女”一代所背负的沉重精

神负担。 鲁迅在《祝福》开篇描绘春节期间鲁镇的

热闹场面：“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

说，就在天空中也显示出将到新年的气象来。 灰白

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
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

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 ［３］

这种喧闹的春节景象和祥林嫂最终的落寞结局，形
成强烈的对比，也从一个侧面映衬出鲁镇民众对祥

林嫂悲惨命运的漠不关心以及麻木不仁。 小说中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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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之后三次过春节的情形，则是在“我”回溯性追述

祥林嫂凄惨的身世中展开的。 勤劳能干的祥林嫂在

鲁镇过春节前来到鲁四老爷家，帮助完成家中过年

期间大大小小的事务，赢得鲁家人的好感，但春节刚

过，她就被婆家人强掳回家。 小说中第三次提到鲁

镇过春节，则是卫老婆子去鲁四老爷家拜年时顺便

提及祥林嫂被强掳回家的情况。 婆家想通过祥林嫂

的再次下嫁，为小叔子筹集彩礼，她虽做出过反抗，
但最终被迫屈服，无法摆脱封建夫权的迫害。 小说

中最后一次叙述鲁镇的春节场景是在祥林嫂再次回

到鲁四老爷家之后。 遭受丧夫失子之痛的祥林嫂被

大伯强行收屋赶走，走投无路的她又回到鲁四老爷

家谋求生计。 但她被视为不祥之人，鲁四老爷拒绝

让她参与家里春节期间最重大的事件———祭祀，每
逢祭祀便将她冷落在一边，并最终将其解雇，这种冷

漠态度加速了祥林嫂的不幸结局。 祥林嫂最终无法

摆脱封建神权的精神迫害，不可避免地走向人生的

末路。 从鲁镇四次过春节的场景看，鲁迅将春节视

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符码，将其置于文化批判的框架

之中，以此揭示封建夫权、族权以及神权的吃人本

质，从而凸显反封建的政治文化批判意义，这显然淡

化了春节作为岁时节日的民俗意义。
在老舍的《骆驼祥子》中，春节成为祥子人生命

运发生转折的重要分水岭，春节原本的节庆氛围为

祥子的悲苦际遇增添了悲情色彩。 对于祥子这种栖

风宿雨的人力车夫来说，春节通常意味着“节赏与

零钱的希冀，新年的休息，好饭食的想象” ［４］ 。 可

是，虎妞假怀孕的逼婚方式却将这一切变成了不可

能。 春节前夕他遭遇孙侦探的敲诈，连带丢掉了赖

以谋生的活计，买车发财的梦想破灭。 走投无路的

祥子被迫向虎妞妥协，但这为祥子的不幸婚姻以及

此后深陷堕落的命运埋下了隐患。 老舍着重叙述春

节期间遭遇一系列祸事的祥子由充满希望到彻底失

望的人生状态，在揭露旧中国社会黑暗的同时，也展

现了祥子的愚昧状态。
与鲁迅和老舍在小说中以减弱春节民俗意义的

方式来表达启蒙思想不同，巴金则是以一个封建大

家族春节期间的习俗为展示窗口，鲜明地表现出封

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控诉封建制度对生命的

摧残，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主

义。 在《家》中，巴金详尽叙述了高公馆春节期间的

风俗习惯。 除夕前一天是高家规定“吃年饭”的日

子，堂屋中间特意摆放了两个大圆桌，上面一桌是高

老太爷、陈姨太等诸多长辈，下面一桌是觉新与他的

弟妹们。 每张桌子旁边除各房的女佣、丫头外，还配

备有三个仆人，分别负责斟酒和上菜。 在高家众人

“吃年饭”觥筹交错的同时，公馆门外的讨饭小孩却

在哭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画面跃然纸

上。 除夕当日，高家按照长幼尊卑的顺序举行敬神

祭祖活动，相互拜年庆贺。 仆人高升却在凛冬中站

在公馆门外，只为讨几文赏钱。 高家众人过年的欢

欣愉悦与高升的凄惨落魄形成鲜明对比。 高公馆春

节期间的日程基本被赌博所支配，骰子声和牌九声

一天到晚没有停歇过。 直到后来，觉慧、觉民等一众

年轻人为高家长辈们带来新奇的烟火展览，高公馆

才算是增添了一些生机。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暗喻了

以觉慧、觉民等为代表的新青年与以高老太爷、克定

等为代表的卫道者之间的矛盾冲突。
“五四”新文学作家基于启蒙主义立场，把春节

涵纳到传统文化的范围内进行批判，上述小说便是

典例。 这种为了启蒙而弱化春节民俗价值的叙述策

略，虽然表现了彼时社会语境中的节日情形，但在一

定程度上遮蔽了春节作为岁时节日的文化意义。

二、政治逻辑重构民俗：革命文学
视角下的春节叙事

　 　 与启蒙文学不同，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则是

通过运用政治意识形态的革命话语，去重新解读春

节的历史内涵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背景。 革命文学

对于春节情形的描绘，不是为了刻画地方民俗特色，
而是要进行政治化的书写，以形成清晰的革命活动

链条，因而往往弥漫着浓厚的政治色彩。 总体上看，
春节在革命文学的艺术表现中有三种基本类型：一
是民众悲惨境遇下的春节，二是火热革命斗争中的

春节，三是革命胜利后的喜庆春节。 这三种类型的

春节书写也是一种循序渐进的叙事逻辑，即暴露民

众与春节喜庆气氛形成反差的凄惨生活，于是民众

们便被组织起来进行反抗斗争，最终实现民众们团

圆过年的美好愿景。
在第一种类型中，作家往往将民众的苦难生活

与春节的喜庆节日气氛进行对比，利用春节揭露反

动政府统治下日益加深的阶级矛盾。 茅盾的《林家

铺子》中，林老板为了维持自家小百货商店的生意，
１５１

论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春节叙事



先后在春节期间推出“大放盘照码九折”“大廉价一

元货”等自救措施，但这些举措在日本帝国主义的

压迫、国民党官员的盘剥、放贷者的敲诈以及同业者

的暗算下都无济于事，最终林老板带着女儿深夜出

逃，林家铺子如同小镇上的其他商铺一样无法挣脱

春节期间破产倒闭的结局。 叶紫的《杨七公公过

年》中，七公公一家在家乡与地主抗争失败后，自驾

船逃到上海寻求活路，可是生存的希望一次又一次

遭遇毁灭性打击：儿子福生先是贩卖小菜被逮捕，而
后又在罢工风潮中被判刑；七公公在沿街叫卖香瓜

子的过程中，被巡捕欺压殴打；孙子四喜儿更是在饥

寒交迫中病亡。 最后，在春节期间燃放爆竹的喧闹

和他人的欢声笑语中，七公公含恨而亡。 总之，无论

是林老板一家还是七公公一家，春节的节庆气氛均

不能改变他们家破人亡的悲惨境遇，反倒更衬托出

他们的悲凉与不幸。 革命文学中的春节不再是一种

单纯的岁时节日，而是被设定为传达底层境遇的特

殊时间节点，构成一种社会残酷现实的隐喻。
在第二种类型中，作家往往侧重于描写春节期

间开展的革命斗争活动，利用春节期间群众聚集的

契机宣传革命，形成一种与民众同甘共苦的革命想

象空间。 例如，在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中，正
是借助春节期间白狗娶亲的时机，铁锁向李家庄众

人讲述了共产党员小常的事迹，在破除“共产党见

人就杀、见房就烧” ［５］谣言的同时，粉碎了小喜等人

的“防共”阴谋，这为后来在李家庄开展根据地建设

创造了有利条件。 以春节作为革命斗争的特殊时机

最为经典的文本，当属马烽、西戎共同创作的小说

《吕梁英雄传》。 在历经侵华日军长达一年的袭扰

后，康家寨的村民们终于挺到了春节，“家家都是想

尽办法籴米买面，割肉打酒，忙着准备过年” ［６］ 。 然

而，侵华日军也正是看准民兵春节期间防备懈怠的

时刻，由猪头小队长联合汉奸桦林霸一起血洗了康

家寨。 在得知村民们受到侵犯的消息后，老武带领

武工队全体成员赶赴康家寨，不仅给受难群众和死

难家属带来救济粮与抚恤金，而且在康家寨成立村

公所以巩固根据地。 康家寨的村民们非但没有磨灭

抵抗意志，反而在共产党干部的帮助下重新获得过

年的欢愉，并由此坚定了抗战到底的信心。
在第三种类型中，重点表现根据地群众在“翻

身当家做主人”后第一次过年的新气象，柳青是这

方面突出的代表作家。 他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所创作

的《在故乡》 《喜事》 《土地的儿子》等小说，都是以

展现革命斗争胜利后根据地春节期间的崭新面貌为

主要内容。 《在故乡》以革命干部回乡探亲的所见、
所闻、所忆、所感，展示了根据地土地改革完成后民

众们忙碌热闹的春节生活。 《喜事》以故乡春节期

间娶亲送“喜糕”的风俗为切入点，在表现根据地农

民粮食富足的同时，着重突出他们“精神上翻身”的
一面。 《土地的儿子》以群众自发慰劳革命干部和

根据地政府给抗日家属派送“年茶饭”的事例，传达

出民众对根据地政府发自内心的拥护以及军民团结

一家亲的景象。 根据地民众除了在物质生活方面得

到极大提升外，还在相关习俗上进行了同步更新。
例如周立波《暴风骤雨》中描写的春节集会：“过年

时节，也在开会。 抠政治，斗经济，黑白不停。 全村

分六个大组，同时进行着。 六处地方的灯火都通宵

不灭，六盏双捻的大油灯嗞嗞地响着。” ［７］小说侧重

于表现根据地军民团结斗争的精神面貌，春节期间

所增加的“政治集会”习俗，从规模和形式上看是隆

重、热闹的，但在内容上与春节团圆如意的节庆意义

大相径庭，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社会意义。 另外，值
得一提的是康濯的《第一个新年》把春节“除旧布

新”的寓意延展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意义

上：“今天是咱们新国家成立以后的第一个新‘新
年’……今天还有千百万人在前方流血，过去前后

方更不知牺牲了多少同胞骨肉！ 我一定记住他们，
跟毛主席走到底，战斗到底！” ［８］ 从某种意义上而

言，这是一种对春节更为彻底的政治化书写方式，春
节对于生活在新生国家的人民来说，还负载着继续

革命的动力。
革命作家运用春节独特的节庆氛围，使其在革

命生活的情境与革命表述的逻辑中形成新的意义场

域，并赋予前所未有的政治属性。 与启蒙作家相比，
春节在被革命作家改造成革命活动的表意空间后，
其作为岁时节日的节庆意义被进一步消解。 春节成

为革命作家表现阶级斗争主题时便捷有效的展示空

间与特殊时段。

三、节日氛围映衬民族苦难：抗战
视角下的春节叙事

　 　 当革命文学以浓厚的政治色彩改造春节时，抗
日战争视角下的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在民族生死危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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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刻，普通民众如何于战火中度过春节这一传统

的团圆佳节。 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７ 日，“卢沟桥事变”爆

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民众的春节被战争

的阴霾所笼罩。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普通民众不

能安心享受春节所带来的团圆祥和的节日氛围。 即

使在春节期间，民众们也会受到日军炮火的侵袭，不
得不逃离家园、远赴他乡避祸。 抗日战争视角下的

文学作品，通过对沦陷区以及战时大后方民众春节

期间生活状态的呈现，来表达对战争年代个体生存

境遇的关切。
钱钟书在《围城》中，描绘了方老先生一家在

１９３８ 年春节期间的离散境遇：“阴历年底才打听出

他们踪迹，方老先生的上海亲友便设法花钱接他们

出来，为他们租定租界里的房子。 一家人见了面唏

嘘对泣。” ［９］４１对于方老先生一家来说，春节由欢声

笑语的“好日子”变为流亡他乡的“逃难日”，惊魂未

定的紧张情绪取代了团圆欢聚的天伦之乐。 抗战初

期，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大片国土相继沦

陷，北平、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先后失守。 面对如此

危急的局势，多数民众深陷战争的恐慌之中，但仍有

不少人“悠闲自得”，抱着得过且过的想法，照旧“惬
意地”欢度春节。 《围城》中如是记述道：“阴历新年

来了。 上海租界寓公们为国家担惊受恐够了，现在

国家并没有亡，不必做未亡人，所以又照常热闹起

来。” ［９］４２钱钟书在表现战时状态下民众流亡逃难

境遇的同时，也讽刺了部分民众不顾战事危急而沉

溺于享乐的心态。
与《围城》中的方老太爷一样，老舍在抗日战争

爆发后也被迫流亡他乡。 离开北平的老舍，在春节

来临时思乡之情更为浓厚，思念家人与北平的年味。
１９４４ 年老舍开始创作表现抗战期间北平沦陷区普

通民众生活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小说第二部

《偷生》在小羊圈胡同市民对今昔过春节的不同感

受中，揭示了战争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
小说借小顺子和小妞子之口，讲述了祁老人往昔与

他们一起过年的趣事：“在以前，每逢柳树发了绿的

时候，他必定带着他们到护国寺去买赤包儿秧子，葫
芦秧子， 和什么小盆的 ‘ 开不够’ 与各种花仔

儿。” ［１０］４０７可是，随着侵华日军占领北平城，小羊圈

胡同的平静生活被打破，小顺子和小妞子发现连春

节与往年相比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今年，他连萝卜

头，白菜脑袋，都没有种，更不用说是买花秧去了

……这时候不正是卖豌豆黄，爱窝窝，玫瑰枣儿，柿
饼子，和天津萝卜么？ 怎么爷爷总说街上什么零吃

也没有卖的呢？” ［１０］４０７春节对于民众来说意义重

大，但战争造成的物资极度匮乏的窘况，使得身处沦

陷区的祁老人一家丧失了昔日过年时节的兴致，如
此一个喜庆而又热闹的节日变得冷清和寂寥。

１９４３ 年 １１ 月，美英中三国政府首脑在埃及首

都开罗举行会议，共同发表《开罗宣言》，进一步明

确协同抗日的宗旨，巩固了反法西斯联盟的关系，中
国人民也渐渐看到抗战胜利的希望。 因此，对于饱

受战乱的中国人民来说，１９４４ 年的春节是一个颇感

宽慰的节日。 同年，茅盾和叶圣陶分别发表了描绘

战时大后方民众春节生活的短篇小说《过年》与《春
联儿》。 茅盾的《过年》叙写了公事房职员老赵过年

采购年货的行为与感受，展现出战时大后方物价飞

涨的实际状况。 尽管生活处于极端贫困之中，老赵

仍然尽力置办年货，特意为家中的孩子们购置了年

礼———猪油年糕，尽其所能地让一家人感受到春节

所带来的喜悦，表达自己对抗战胜利充满希望之情，
正如小说结尾处所说：“人，总得有个希望呵，人是

要希望来喂养的罢！” ［１１］叶圣陶在《春联儿》中表现

了民众在固有的春节庆祝仪式中增添的抗战元素。
小说中从事拉车行当的老俞原本对生活充满信心，
一心想着在腊月间出售两头年猪来积累做小买卖的

原始资金，可小儿子的意外死亡使他丧失了人生前

进的动力。 大儿子在外坚持从事抗日斗争，接连的

胜利喜讯使得老俞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恢复了

往日的活力。 自抗战以来已经许久没有贴过春联儿

的老俞，请求“我”给他写一副春联儿来驱除晦气，
于是，“我”就拟了一副非常贴切的春联：“有子荷戈

庶无愧，为人推毂亦复佳。” ［１２］ 叶圣陶把抗战元素

与老俞的春节庆祝活动相结合，不但寄寓了早日战

胜日本侵略者的期望，而且用以激发民众团结一致

继续抗战的信心。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广大民众的春节由阖家团

圆的节日变为炮火连天的“春劫”。 饱受苦难和不

幸的民众，在战时唯一的祈愿就是抗战尽快胜利，和
平尽早到来。 抗日战争视角下的文学作品以战争年

代民众过年的境况，叙述了战争将民众春节团圆的

美好愿望撕裂成流亡他乡、物资匮乏的悲惨现实，在
展示战争给民众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亦表达了对

于个体生存境况的悲悯与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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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彰显民族文化记忆：自由主义
视角下的春节叙事

　 　 当一些作家采用启蒙视角、革命视角以及抗战

视角对春节进行不同侧重的叙事时，一些作家却秉

持自由主义的视角，对春节展开纯然文化意义的表

述，通过对春节习俗的正面描写来凸显其作为岁时

节日的文化价值。 早在 １９３５ 年，著名民俗学家娄子

匡就曾编写并出版过《新年风俗志》一书，翔实地记

述了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南、湖北、河南、甘肃、
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 １３ 个省份共 ２７ 个地区

的新年风俗，最大可能地存留这百年间原汁原味的

“年味”。 正如该书“序言”所说：“一年里最重要的

季候是新年，那是无可疑的。 换年很有点儿抽象，说
换季则切实多了，因为冬和春的交代乃是死与生的

转变，于生活有重大关系，是应该特别注意的，这是

过年礼仪特别繁多的所以，值得学子调查研究者也

就在这地方。” ［１３］ 与此相呼应，对于承载着中华民

族文化记忆的春节，作家们在文学作品中进行多层

面的叙写，或侧重于展现春节作为辞旧迎新节日的

一面，或重点表现春节在敦亲祀祖方面的风俗礼仪，
或把春节当作民众集体参与的狂欢节日。

春节虽然被指定为农历正月初一当天，但春节

的活动却并不仅限于这一天。 一般从腊月二十三小

年起，民众们便开始为春节做准备，如打扫房屋、裁
剪窗花、粘贴春联、置办年货、添置新衣、理发沐浴

等。 这些准备工作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辞旧迎

新。 丁玲的短篇小说《过年》中把传统意义上的春

节准备活动“过小年”称为“小孩子过年”，自幼寄人

篱下的小菡终于盼来了过年，只有在这个过程中，她
才能体会到久违的亲情与快乐。 张恨水笔下的春节

则呈现出现代化意蕴的“年味”，反映出传统节日在

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强大的自我融合能力。 长篇小

说《金粉世家》中，冷清秋嫁入金家后迎来的第一个

春节就被铺张华丽的场面所震撼，代表着新式文明

的电灯泡和万国旗竟也属于年节的装饰物品：“只
见那些听差和老妈子，分批在扫院子擦玻璃，走廊上

沿着花格栏，一齐编上了柏枝，柏枝中间，按上大朵

的绸花和五彩葡萄大的电灯泡。 廊檐下，一条长龙

似地悬着花球和万国旗。” ［１４］６３１

春节作为敦亲祀祖的节日，与我国的农耕文化

有着密切关系。 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正是通过

春节这一重大节日，加深人们血缘上的认同，增进情

感上的沟通。 除夕夜，全家人欢聚一堂，吃“年夜

饭”，一起“守岁”。 到了新旧年交替的时刻，鞭炮齐

鸣，各家各户焚香致礼，祭拜天地与列祖列宗，然后

依次给长辈拜年，继而同族亲友互相致以新年祝福。
张恨水在《金粉世家》中详尽地描绘了国务总理金

铨一家祭拜祖先的虔诚场景：“供案前，有两只五狮

抱柱的大烛台，高可四五尺，放在地板上，上面点了

饭碗粗细的大火烛，火焰射出去四五寸长。 再看那

些桌上陈设的礼器，也盛了些东西，都是汤汁肉块之

类。 家中大小男女，这时都聚齐了……在这种爆竹

声中，男女依着次序，向祖先行礼。” ［１４］６３２除了祭拜

祖先之外，除夕夜还需要敬畏神灵，民众们通常借此

酬谢诸神过去的关照，并祈愿在新的一年中得到更

多福佑。 如丁玲《过年》中叙述小菡一家敬神祈福

的画面：“十斤的大蜡烛点起时，香炉里的檀香也燃

起来了。 影像前，观音菩萨前，天井角，所有的地方

都为蜡烛光辉煌照着，八盏吊灯也点燃了。” ［１５］

春节更是民众娱乐狂欢的节日，在此期间，各种

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竞相开展，舞狮子、赏花灯、扭
秧歌、踩高跷、逛庙会、饮酒、唱歌等，为新春佳节增

添浓郁的喜庆气氛。 作为乡土抒情作家的沈从文，
对于故乡的自然风俗有着深深的文化眷恋，在作品

中总是力图展现一个未被现代文明入侵的湘西边

地，以此建构人性纯净的牧歌世界。 《七个野人与

最后一个迎春节》开篇便描绘了一个未经世俗和官

吏染指的原始边地，北溪村的民众在春节时“能吃

不上税的家酿烧酒，还能在这社节中举行那尚保留

下来的风俗，聚合了所有年青男女来唱歌作乐，聚合

了所有老年人在大节中讲述各样的光荣历史与渔农

知识，男子还不曾出去当兵，女子也尚无做娼妓的女

子，老年人则更能尽老年人的责任” ［１６］ 。 而当北溪

村要设置官吏时，有七个人一起搬进山洞来表达抗

议。 在第二个春节到来时，许多对旧时风俗怀念的

人想起了山里的七个“野人”，纷纷搬进山洞来迎接

春节。 北溪村的民众以春节时尽兴饮酒的狂欢活动

来反抗法令政策，抒发对自由自在的世外桃源生活

的向往。
春节的风俗活动异彩纷呈，无论是鞭炮驱傩，还

是祭神祀祖，都表现出民众对人寿年丰、吉祥如意的

不懈追求。 自由主义视角下的春节叙事，在表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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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活动原生态与多样性的同时，彰显对民族身份的

认同。 春节实际上是一个融庆贺、祭祀、娱乐为一体

的盛典，秉持自由主义视角的作家也正是通过表现

春节丰富的节庆意义，来建立并巩固中华民族在血

脉上的联系。

结　 语

节日是一种不同于平日的特殊时间节点，有着

迥异于日常的特殊氛围，正如泰勒所指出的，“节日

是在一个共同行动 ／情感中融合的时刻，它让我们从

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并且看上去让我们接触到了

某种超出寻常、超出我们自身的东西” ［１７］ 。 在中华

民族众多的传统节日中，春节以其独特的价值和深

远的意义成为现代文学中意蕴丰富的文化景观。 不

同作家笔下的春节叙事建构出多样化的春节意义，
这既反映了春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承载媒介的丰富

与厚度，又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场域的复杂性与思

潮的激荡。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互异性的春节叙事，在一定

程度上偏离了春节本身的节俗意义，而成为作家阐

释自身思想的一种文化符号，造成春节在文学书写

中丧失其作为民俗传统节日的完整性。 由于中国现

代文学作家的思想信仰各不相同，故而他们对春节

的解析与表现也不尽相同。 通过对现代文学中春节

叙事的梳理，我们可以总结文学与民俗之间的互动

规律，深入理解作家的思想立场与书写对象之间或

意义增值或简化或变形改造的诸多想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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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文学多重视角下的春节叙事


